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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新文科”：数字技术语境下两种文化的对话

傅才武 明 琰

摘 要  工业革命以来，教育领域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分裂对立问题引发学界和社

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而这两种文化的对立性早已根植于人类在探索自然和规训自身过程

中物性与灵性的分野。百年来，中外学界一直努力探寻弥合两种文化的方式及第三种文化

可能存在的形式，并从学科建设角度讨论两种文化的沟通连接方式以消除两种文化的隔阂。

21世纪数字技术特别是元宇宙、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创造了“第三种文化”的雏

形。数字技术将人类社会的人文信息与自然物质要素在数字空间相连，形成实现人文与科

学协同共进的新型空间，建构了实现学科融合的现实路径。未来如何在数字文化语境中实

现两种文化的对话和融合将是新文科建设的突破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与科技发展交叉的

典型领域，也是数字文化应用的前沿，可作为新文科建设的试验田来探索未来新文科建设的

基本样态和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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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教育的学科发展历史来看，“新文科”的提法始于 1980 年美国“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倡议

（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美国学者斯蒂芬·怀特作为倡议者于1981年在该基金会出版的“新文科”

小册子中明确指出，许多文理学院的课程正朝着将应用数学和技术素养纳入课程体系的方向发展，大学

应该根据日益计算机化的时代需求调整课程［1］。此后，美国众多的文理学院为响应社会需求和吸引生源

开始全面修订文科教育课程，其中美国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的变革显得最为彻底且具有系统性，

该学院在 2017 年率先通过跨学科的“希拉姆链接”课程体系和职业导向的“技术远游”来实践具体的新

文科（NLA）整体计划［2］（P61-68）。希拉姆学院面对招生危机所做出的变革，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跨学科摆

脱工业革命以来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化和课程标准化的路径锁定并与信息数字化时代变革相契合。2018

年我国 在启动新文科建设时，也明确提到“新文科建设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推

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3］。由此可见，在建设“新文科”并使文科与新科技

革命相融合这一点上，国内外各界已形成了基本共识［4］（P130-135）。

从文化本质上看，“新文科”并非一个新的概念，历史上每次科学进步带来的技术变革都会引发人们

对人文发展的危思与期待。自进入晚清社会，第一次科技浪潮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与自由、平等、民主

等价值观念涌入近代中国社会，迫使国人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与发展方向，后经由著名的

科玄之争推动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兴起，引领人文走向民主（社会科学）与科学（自然科学）；第二次科

技浪潮引发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技术革命，伴随信息论、系统论及控制论的全面渗入，重启了全社会对科

技问题的关注及人文思想界的观念更新 ［5］（P23-25）。不论是中西文化论战中涉及的中学之“道”与西学

之“器”，还是梁宗岱笔下文科学生的“复古”与理科学生的“非古”，都在试图引导人文文化向科学文化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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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而当前“新文科”的提出实际上也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在数字技术语境下重启的一次两种文化的

对话。

一、两种文化的隔阂与沟通

1959年，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斯诺在剑桥大学的系列讲座上犀利指出20世纪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

的区分与隔膜问题，引发了当代思想史、科学史上关于两种文化问题旷日持久的论战。

（一） 两种文化的隔阂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大体对应于我们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斯诺认为，由于自然科学家

与人文社会学家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

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对立的位置，不仅相互鄙视，甚至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由此

造成了现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一系列困境及问题。斯诺将这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源指向英国因工业

化发展而过度细化的社会分工与定型，以及由此衍生出过早专业化细分的教育体系 ［6］（P19-37）。他认为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先发国家，利用专业分工大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因此对专门化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

信任，而专业化教育与社会形态定型化倾向之间的双向强化，让英国教育专业化在既定轨道上不断发展

且毫无扭转余地，最终导致并加剧了两种文化的分裂。

斯诺预见到两种文化分裂带来的危害将是巨大的，但他坚信这“两类课题、两门学科、两种文化——

就现有状况说也是两个星系——的冲突点，理当提供创造的机会” ［6］（P9-10）。但他也指出：“目前谈论某

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种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它一旦来临，某些交流的

困难将得到缓和，因为这种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6］（P68）从两种文化

演进到第三种文化，应该是文化知识分子之间消除偏见、相互理解的渐进过程。

（二） 关于第三种文化的讨论

20 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学界就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对立问题以及第三种文化的内涵展开了广泛

的讨论，试图寻找两种文化沟通的途径。

现代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尝试将科学的普及性教育作为沟通桥梁，提倡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第一

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是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他将科学史置于“新人文主义”的重要位

置［7］。他认为，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既能很好地以历史事例传达科学精神，又能唯

一地反映人类进步。“但萨顿的努力并未实现他所预设的沟通两种文化的目标，因为存在于科学与人文

之间的巨大鸿沟，单凭科学史这一学科来填平，确实显得有点力单势孤。” ［8］（P18）美国出版商约翰·布罗

克曼将第三种文化的出现寄托于科学家或思想家的阐释性写作，他所理解的第三种文化是通过大众知

识分子一系列科普著作的出版来实现的，“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与科学家沟通，而是科学家正在直接与

普通公众进行交流” ［9］（PX-XI）。显然，布罗克曼所理解的 “第三种文化”是一种科学知识的通俗化、普

及化、大众化的文化，仍然不过是科学文化的单向延伸［10］（P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社会科学想象为第三种文化。他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对“两种文化”的由来进

行了深度阐释，强调学科与知识的划分是社会利益及权力较量的产物，认为文理鸿沟的产生源于强调二

元分离的笛卡尔模式。对此，沃勒斯坦组织专题小组调研，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考察报告《开放社会科

学》，提出要超越两种文化和重建社会科学。他主张打开学科限制、破除学院壁垒、跨越传统界限、扩展

机构联合，并认为文科的问题既非排斥理科，也不意味着即将“死去”，关键在于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文科与世界体系的转变不相适应，因而最为紧迫的是对自身的改造、重建。为此，他强调文理三方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相互连接［8］（P17-19）。哈贝马斯也谈到希望未来形成这样一门社

会科学，它将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与人文学科的语义解释学之间起调和作用，并将它们综合起来［11］

（P192-216）。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想象通过对人类事务非理性部分的探索，我们能接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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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间隔，如果这样的结合真的能达成，社会科学就能扩展时空范围，并获增预测能

力的最佳方式［12］（P253-293）。

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则尝试从两种文化间沟通的共同语言来理解第三种文化。他在 2009 年出版

了《三种文化——21 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提出“三种文化”（The Three Cultures）概

念，将探究世界与人类基本问题的专业人士区分为三类人群 ：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凯

根注意到三种文化群体的研究者各自使用一套词汇，即使有时使用相同的词汇，诗人、心理学家和物理

学家会赋予该词汇以不同的含义，并用其指向完全不同的现象［13］。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埃里克·

坎德尔的观点接近凯根的“第三种文化”。在他看来，“科学与人文的沟壑，究其根本，乃是因为人们没有

找到彼此对话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应该简洁通晓，有可供双方共享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一旦我们有

了沟通的共同语言，事情就好办了”［14］。

二、数字技术语境下第三种文化的形态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两种文化的区分并非自始存在，也不是从迈入工业社会才开始，而是

在人类探索自然以及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逐渐被区分开来。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分野于其探究对象

本身物性与灵性的根本差异，又同一于人类的意向性。这两种文化在矛盾和同一的此消彼长中推动人

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当数字技术在科学进步的进程中爆发时，厘清弥合两种文化鸿沟的第三种文化

将成为推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协同发展的关键。

（一） 两种文化分野于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的发展进程

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深刻论述了自然界进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他将进化与伦理类

比为“宇宙过程”和“园艺过程”，认为“前者的变化是通过人与自然状态的生存斗争发生作用的，而后者

变化是通过人为的选择而产生作用，这种选择是根据一种对人有用和使人感到满意的理想来进行的，而

这种理想，自然状态是不知道的”［15］（P23）。这两个过程体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形成过程中的对立性，社

会中的人虽然受到宇宙过程的支配，但是随着人类社会伦理的进展，人类不再囿于自然过程的约束，而

是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通过“自我肯定”塑造人类文明的自主性。这种充斥着人的理想与自然客观存

在的矛盾运动内在包含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形成与分立（见图1）。

广义科学上存在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客体

化与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主体化之间的矛盾——

科技与人文的分野，在于它们探求的领域和客观

对象的根本差异——一个是自然的、物性的，一

个则是社会的、灵性的。很显然，这两个体系有

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学科体系语言也并

不相通。自然科学基于前人的概念和定律有更

为精确的语言，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却常陷于“语

意不清、术语混乱以及执著于迷信某些词汇”［16］

（P3）的迷宫中徘徊。因为长期缺乏与自然科学

的对话，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隔阂才越来越深，

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系统的能量交换似乎也因此并不顺畅。

（二） 基于人类意向性形成的人工系统成为两种文化沟通的基础

两种文化的矛盾运动同一于人的意向性。一方面“人类活动构成了一个用行为符号写就的文本。

……行为的意向性，使人类活动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现象的研究”［17］（P15-17）；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与人文

科学的研究对象都与人类意向性系统密切相关”［18］（P17-24）。正是基于这种意向性，自然科学研究必然

图1　两种文化的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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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向技术的社会性应用，而人文科学的发展自然要进入社会运行规范的框架。可见，意向性在人和自

然之间建立了确定的沟通基础。基于主体意向性架构的系统既包含了有形的工程制品，例如建筑物、工

具、器皿，也包含了无形的社会组织和制度，例如政治体制、法律条文、教育体系等。赫伯特·西蒙将这类

由人类构思、设计、建造和维护形成的工程制品或者社会结构统称为人工系统，并将之视为人与自然间

起到缓冲作用的结构体系或界面［19］（P5-16）。随着人工系统的不断充实，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距

离也逐渐拉近，科学文化不再仅仅指向自然系统，它既包含智能文化（科学、技术）也包含了更具象的物

质文化（机械、工具、器皿、建筑）；人文文化则由人类系统向外延伸，既包含精神文化（宗教、审美、艺术）

也包含实践范畴的规范文化（制度、政治、法律、道德、伦理、教育）（见表1）［20］（P11）。

现行的学科分类也可以清晰印证这种意向性的存在，例如工程技术科学中的工学、医学、农学是自

然科学向技术社会性应用的延伸研究，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则是人文科学逐渐完善社

会规范框架的延伸研究。

虽然物质文化和规范文化是介于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之间伴随人工系统的形成而生成的文化，但

物质文化和规范文化仍无法被视为人文与科学间的第三种文化，因为发展于工业时代的人工系统还未

形成完整统一的符号体系，换言之，物质文化与规范文化之间的沟通仍然是困难的。例如，人工系统中

对应的工程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然同是应用型科学，但它们只能在具体的企业运营或公共管理等特

定领域中进行某种技术应用性“交流”，而这种“交流”常常是不被看见或者不能被直观理解的。西蒙将

这种技术与文化的共振描述为“技术个体”生产的客观具体化，认为它不具备广泛性，因为如果技术性具

体化没能产生任何内部共振，它将无法引向一个新的循环［21］ （P229-236）。而要突破这种局部共振需要

建立两种文化的沟通语言，即形成具有通用性的第三种文化符号体系。

（三） 数字技术将人工系统符号化形成了第三种文化

如果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交流的界限，那么计算机语言的发明与运用则为物性与灵性、科学与人

文的对话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莱布尼茨将二进制系统视为最初的表意文字，认为这是一个能完整表达

所有概念与事物本身的符号系统［22］（P17）。数字信息时代以前，人类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

物理或社会结构形式进行构想、计划、建造和维护的人工系统。进入数字信息时代，在数字技术的支持

下，人工系统将借由计算机符号系统逐步转变为可以支持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对话的框架体系并形成

独立的符号系统（见图2）。

1. 互联网大数据的算法模型：赋予人工系统在产业网络层面的数字化编码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技术通过0和1这种最简单的计算机语言将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中的基础信息

通过产业数字化完成了初步编码。一方面，自然系统中的物理信息被工业产业的应用需求转化、储存、

传递和还原，通过物联网的发展建立了人工系统的编码框架。物联网借助信息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

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等各种人工装置，实时采集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等大数据集散平台进行编码形成数字空间的基础框架并通过互联网实现物与物、物

与人的泛在连接，实现人类系统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23］（P26）。另一方面，通过媒介

的数字化，人们在互联网上建立了彼此间的数字化连接，人类感官识别的图、文、声、像等几乎一切事物

表1　两种文化的形态与对应的学科分类

文化形态类别

科学文化

人文文化

智能文化

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

规范文化

文化范畴

科学、技术

机械、工具、器皿、建筑

宗教、审美、艺术、文学

制度、政治、法律、道德、伦理、教育

学科类型

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科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学科分类

理学

工学、农学、医学

哲学、文学、艺术、历史

经济、法律、教育学、军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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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方式也实现了数字化编码，人类系统中的人际关系网络也逐渐被囊括进来。

工业时代形成的人工系统通过产业更新开始由线下向线上迁移，产业的信息化发展建立了人工系

统数字化编码的实现通道。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产业变革让互联网不再孤立发展，通过用户、数据、生

态的平台化发展模式，互联网实现了对各传统行业的渗透、颠覆和重塑，物联网和数字化的人际网在产

业网络层面实现了物理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的联通。

但建立在万维网上的交流仍由人类主导，编程语言里面大量的“如果符合某条件，就输出某参数”的

语句，本质上还停留在计算机定义的规则，是一种由人类系统向自然系统发出的支配性交流方式［24］

（P98）。以产业数字化转型为动力的社会数字化变革还局限于以产业链为中心的网络层面数字交换，虽

然在生产、消费、社交层面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但这种基于产业转型引发的数据交换依然是局部的、不充

分的。一方面，大数据对企业运营、人类行为的动态描摹还停留于不连续的生产消费场景；另一方面，大

数据还局限于产业或者企业内部，并未形成可交易或开放的有效数据资产。无论是只读静态网页

（web1.0）还是交互式信息平台（web2.0）都还不能实现计算机与人之间信息双向交互的需要，因为万维

网时代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包括信息的收集、检索、整理、排序和分析等。人们虽然能在其中

建立超链接的关系，但无法在生成这些网页或应用软件的底层数据间建立关联关系，导致底层的海量数

据孤立而分散地存在着，像一个信息孤岛无法进行集成和互操作［25］（P1）。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人文文化

与科学文化在网络层面实现了数据的搜索、传播和交换，但这种交流主要由人来操控，形成的是支配命

令而非基于理解的对话。

2. 元宇宙空间中的仿真模拟：实现人工系统社会空间层面的数字智能交互

当数字技术发展推动互联网迈入web3.0阶段，人与机器有了双向交互的可能。web3.0概念下的语

义网通过给万维网上的文档添加能够被计算机所理解的语义“元数据”，可以更方便机器学习，让计算机

能够理解所接受的信息，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处理、利用这些数据，打通双向沟通的障碍［25］（P1-5）。仿生

派通过模仿人类神经元的方式构造了计算机的决策单元，突破了原来数理派编程语言的逻辑思路，即只

有被语言精确描述的知识才能通过规则被机器执行或模拟。仿生派基于大模型的仿真算法让信息不再

储存于某一个点，而是像全息照片一样，分布式地存在于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里，以无限逼近人类思考

的非线性过程。这种信息处理模式让文学和艺术这类隐性的知识得以被模拟，也让人类系统精神空间

的内容在数字空间通过符号被系统地表达。

图2　两种文化的对话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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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迈入元宇宙元年，自然系统的物理空间和人类系统的精神空间具备了向数字空间迁

移的可能。虽然元宇宙的数字蓝图还处于技术试验阶段，但支撑元宇宙初步构型的六大基础技术，即人

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物联网技术，已经在各自领域形成

了初步的产业生态。元宇宙时代，AR、VR、MR的发展将让整个计算平台发生迁移，社会数字化以社会

生活空间为入口，信息与数据将不再停留于产业网络层面的交换，而是形成空间立体的数字仿真模拟，

人与外界将在社会空间层面与数字孪生空间呈现虚实结合的互动，人与世界的交流将由传统网络窗口

式操控型界面进入虚拟沉浸式的交互型数字空间。在数字空间里，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投影：一份超级档

案，档案记录了一个人所有的行为，每天晚上都在不断进行整合更新并且可被查阅，机器可以自动模拟

和分析。届时，不仅每一个肢体动作将留下数字痕迹，空间交互会形成更加完整、立体的大数据体系，物

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在大数据的映射下形成数字社会的样态。此时，以人类活动构成的以行为符号写就

的文本，在数字空间中真正意义上被转化为以数字构建的符号体系。

3. 第三种文化：数字技术支撑人工系统形成两种文化对话的符号体系

从web1.0和web2.0到web3.0，数字技术所支持的沟通模式已逐步从单向的计算机语言指令模式，

发展成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人工智能来模拟自然语言对话。1999年万维网的创始人Berners-Lee就提

出关于机器读写的愿景：“我有一个关于Web的梦想，计算机能够分析Web上的所有数据、内容和链接以

及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易。使这成为可能的‘语义网’尚未出现，但当它出现时，贸易、官僚主义和我们

日常生活的日常机制将由机器与机器交谈来处理。人们吹捧多年的‘智能代理’最终将实现。” ［25］（P2）目

前，OpenAI发布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模型 ChatGPT，利用NPL（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等技术集成文本

生成、代码生成、视频生成、文本问答、图像生成、论文写作、影视创作等功能。此外，DALL·E、Imagen、

Stable Diffusion等多个高质量图文生成大模型应用也已让AI写诗、作画和视频生成变为现实。过去我

们认为机器无法抵达的文学、艺术等精神空间已开始由大数据支撑下的算法模型编码、解码、训练及重

构成可人机互动的符号体系。可见数字技术通过推动人工系统智能化，已逐渐在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

间架起了双向沟通的桥梁，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在实践意义上已经有了对话的雏形。

从相关技术的文化影响范畴上看，“当数字技术的发展从互联网时代的工具层面、产业实践层面抵

达社会安排或者说制度形式层面，互联网与文明的关系已经难分难解” ［26］（P7）。大数据基础上语义体系

的形成以及从产业变革到社会形态的重构已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技术的客观具体化。如果我们从认知

的角度来理解人工系统符号体系形成背后的文化意义，当下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仅是技术或产业的革命，

更是一场文化层面的认知革命。

而对学科而言，这种通用语言符号体系的建立，极可能成为库恩所提及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

之间所需的解释学基础，即让两种学科能够在一个给定的范式下基于人类的意向性从事“解难题”的事

业，使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认可相同的研究问题、解题方式和评价标准，不断地取得突破，并将研究领域推

向“精深化”［27］（P40）。

三、基于数字技术形成的第三种文化重构新文科

人文社会学科应对数字化变革的需求迫在眉睫，但目前关于新文科建设的讨论主要还局限于各个

学科内部的数字化转型或工具化地看待数字技术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这种基于传统学科体制的边缘

性改革，不仅无法通过传统学科的交叉发展模式解决学科泛化问题，也难以触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

学分化发展的要害。要解决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必须顺应数字技术自身平台化、开放性、

共享性特征，利用数字技术支持下第三种文化的符号系统来建立学科之间的对话体系。

（一） 颠覆性的社会数字化变革与学科的泛化发展

当数字技术以不同形式充斥我们的文化、制度和日常生活时，计算思维和计算技能已经逐渐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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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知识广博的公民教育需求的一部分［28］。而今，不论是困于算法的外卖员、包裹在信息茧房的阅读者和

沉迷短视频的消费者的出现，还是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即将带来的劳动力挤出，都将问题指向了数字社

会转型中隐藏的教育危机。

数字技术引发的社会结构性转型已带来社会自身发展逻辑的变化，也将改变知识创造与分享的游

戏规则。借用戴维的“七巧板隐喻”形象阐明系统论批判的立场：学校系统各要素如不同拼图，每块拼图

相互依靠，新拼图只有符合已有拼图的缺口，才能被纳入其中［29］（P3）。但数字技术正以横截面的方式切

断了这种学科间的拼图模式，显然基于技能专业化、就业对口化的产业化、条块化学科思维不再适应社

会空间层面数字化变革的需要，当前学科建设呈现出研究领域泛化与学科发展专业化的矛盾。数字技

术的发展已经弥漫性地嵌入到各个方面，宏观经济、环境保护、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等，无不

涉及人文学科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多原生数字问题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

和领地，也促使更多交叉、边缘、融合学科领域出现。近年来出现的一批新兴跨学科、交叉学科专业，从

新媒体研究到信息管理，从舆情研究到数字人类学，从数字出版到数字文化产业，这些领域像“大帐篷”

一样包罗万象，它们与相关学科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专业课程等方面重叠交叉，在就业领域上又相互

竞争。为应对社会数字化变革和学科无序的泛化发展，新文科建设不能简单地像一般的交叉学科那样

打通两三个学科的壁垒，而是要在传统学科上构建“横断学科”（暂且称之为学科），使之成为一个横贯在

不同领域 、不同学科间的横断面，这需要以一般性的研究对象来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最大的断

层［30］（P18-23， 38）。

（二） 打破学科边界建立具有开放式语义系统的学术共同体

跨学科的合作研究要基于数字技术拓展跨学科的语义系统。突破学科边界建立通用的语义系统有

两个主要困难：一是不同学科拥有不同的语义体系，导致研究者在使用相同词语时在具体概念上并不对

等；二是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和表达方式上存在具体与抽象、精确与模糊的差异。学术

共同体的主要特征就是要将知识对象化并形成共同的对话基础，而这个对话基础由两方面来界定，一是

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否互通，二是对话的逻辑是否一致。解决不同学科间概念互通的问题需要界定语义

单元这样基础的对象，形成确定可计量的横向截面式对象化系统，并大量运用数据统计方法，通过数学

模型对现实世界进行仿真和模拟，将现实问题转变为数学问题，以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分析。解决对话逻

辑是否一致，就要形成以实践问题为线索的跨学科对话框架，让不同的数据在不同学科间形成以事件为

研究线索的纵向结构，这样生成理论的解释范围就涵盖了所有学科的研究对象，也使得人文社会科学中

部分学科具备了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条件。传统文科在研究对象上特定而单一地局限于某

一方面，而横断式学科共同体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范式。

第一，建立开放式语义系统的核心在于语义单元的识别。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在深思一个问题

及提出某种解决方法时，主要依靠各种语义网络和图式形式，而不是各种数学概念，例如对理想、启蒙、

社会、身份和冲突之类的概念网络难以用数学探讨的方法来处理［9］（P34）。这意味着要尝试在数字技术

的支持下实现在一定的抽象程度上对一个问题进行形式化的定义，这就需要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群分解

为更小的可计算模块，以达到算法的本质。

例如，心理学家查尔斯·埃杰顿·奥古斯德从大规模语料库提取出空间语义解析模型，将人的认知过

程解构为评价因素、效能因素、动能因素，这样被简化了的分析单元大大节省了标准数据运算流程；建筑

学大师比尔·希利尔提出的空间句法理论，创造性地建立了对空间形态的量化描述体系，并将对空间的

描述与使用者的行为和社会文化联系起来。目前在计算社会科学中，已实现将社会技术系统中人类实

体和特定关系进行耦合来形成统一建模语言，并尝试用类图、顺序图、状态图来解构静态和动态的社会

系统和关系历程［31］。但现实中依然存在沟通的主体障碍，即“社会科学家在处理21世纪大量复杂数据方

面能力不足。计算机科学家有能力处理数据，往往对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方法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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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阐明设计多个学科可访问的研究核心原则” ［32］（P42）。

因此，在推动新一轮的数字化学科变革中，计算思维和理论建构能力的普及是有必要的，虽然人文

社会科学学者不必陷入重复的编码任务，但基本的数字技术素养是更好地表达文化现象的基础。要将

“人文研究从对技术效果的关注（从对社交媒体、游戏、叙述、人物、数字文本、图像、环境和采纳理解）”转

向“具有人文气息的技术生产理论（设计层面的人文计算、信息架构建模、数据类型、交互界面以及协

议）” ［28］（P15）的探索，这是连接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桥梁。

第二，形成聚焦于事件线索的语义网络共同体。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代表着三个语

言共同体，他们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证据形成独特的意义并赋之以各自领域内的核心概念，而这

些基于专业技术定义的概念支撑了不同的语义体系。

例如，同样是“恐惧”一词，在自然科学家语义网络中连接着血糖水平、肾上腺素、大脑电流等；对社

会科学家而言，恐惧关联的是社会事件、社交网络、社会阶层；而人文学者可能会从人的感觉、心理、文

化、伦理和道德等角度来解读人的心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带来的主观体验［33］。虽然这些语义网络形成

的概念存在多重意义，但人作为接受者却不会因为在逻辑上相互矛盾而引发认知失调，这是因为这些语

义系统在人的认知系统下看似独立却又关联，翻译取决于上下文和意义。比如人的消费决策行为往往

开始于大脑的神经元事件，而后结束于某种感知、思想和感受，这是一个完整的级联（Cascade）事件，它

从神经元簇的活动发展到某个事件结果［34］（P120-134）。在研究某个完整的级联事件时，生物学家和社

会科学家集中于其不同阶段或各个不同的中间站（Halfway Houses）［9］（P34）。因此解决自然科学和人文

社会科学交叉领域中的关键问题，需要通过语义技术来探测两个或多个网络之间共享的某个单独的语

义节点（Semantic Node）。而对研究者而言，如果能捕获知识所学的词表以取得共识，并在节点上寻求链

接，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文与科学在不同研究领域的有效沟通。

（三） 基于形成第三种文化的对话框架构建新文科研究范式

数字技术不应再仅仅被视为一个工具，而将逐渐发展为一种学术范式。吉姆·格雷提出，在自然科

学领域信息技术与科学家的相遇已催生了e-Science，继而引发了科学范式的革命，并将之称为科学研究

的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并认为这种范式是基于数字技术并融合此前实验科学（第一范式）、

理论科学（第二范式）、计算机模拟方法（第三范式）来展开科学研究的，现在“人们事实上并不用望远镜

来看东西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把数据传递到数据中心，再通过大规模复杂的仪器来‘看’” ［35］（PX-XI）。

同样，当人文学者与数据相遇，我们也应对人文研究范式展开合理想象①。e-Science的理念和实践早已

向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延展，人文社会科学已形成了诸如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等学科建设的探索，

但相关学科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仍需要加强方法和理论性的研究。我们认为，要在数字技术引领下

形成人文与科学研究的新学科范式，必须基于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两个层面实现人文与科技的对话，前

者偏向计算思维的工具理性，而后者偏向批判思维的价值理性；前者侧重识别和发现问题，后者注重预

测和解决问题。

1. 以数据为中心的横向网络分布式学术共同体

由于数字技术的影响，关于学科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实验的、理论的和计算的科学范式都正在被

泛滥的数据和正在出现的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影响，这一科学范式的目标是拥有一个所有科学文献和

科学数据都在线且能彼此交互操作的世界［35］（PXXIII）。科技领域的数据洪流，已经发出了构建新研究

范式的挑战，数字技术带来大数据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是储存和计算资源的商品化，二是数据

模块的个性化，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这种大规模分布式的知识服务组建新的研究力量。新文科

① 在《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一书中，作者也提到，“为简明扼要，书中讨论仅限科学，但数据密集型科学知识数据密集型学术的一种方

式，很多观点在做一些调整后，应该适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35］（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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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就要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使不同学科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在高度分布的、数据密

集型的科研团体中探索机器（人工智能）友好的学术交流体系，突破跨学科研究中结构化数据的阻碍。

在分布式平台，数据应该通过各种不同规模和性质的来源涌来，包括“大型国际实验”“跨实验室”“个人

观察实验”“个人生活”等，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通用的平台来支持数据采集、验证、管理、分析和长期保存

的整体流程，形成支持跨工具、跨实验、跨项目的长期可用和集成的数据模式。

2. 以模拟实验为中心的纵向问题探索型学术工作流

模拟作为一种获得认识和预测系统行为的技术，先于计算机出现，起初主要用于自然科学，例如模

型船坞和风洞，也有经济学家进行过类似尝试，二战后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建造了一座莫尼亚克

（Moniac）的水力学模型来模拟凯恩斯的经济理论［19］（P18）。模拟是通过两种相互联系的方式提供新的

知识，但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以及数据源的丰富，由这些数据导出的结果对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了实质

性的影响：“它使人们能够用超高频微细节来校准、验证和测试模拟的社会互动。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鸭

子在水面上游泳，我们也可以模拟他们在水下划桨的脚。” ［36］（PV）大数据将能够在足够精细的粒度、足

够短暂的时段上对事物、现象的状态及变化进行客观刻画和反映，将不同的人对事物、现象和人际关系

的差异化感受一一映射，这是数字化技术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表现

特征［37］（P4-12）。正如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所说的，社会互动的本质是高度计算性的，它涉及多线程和

并行的信息检索、处理、决策和信息在进化中的社会网络中的传播，而通过追踪信息是如何产生、使用和

传播的，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学科可以找到它们之间深厚的联系［36］（PV）。

马修·萨尔加尼克认为，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大型群体实验以及评估治疗效果的异质性，他通过“运行

实验”（Running Experiments）讨论了社会科学迄今为止的大规模实验的科学潜力——“创造大规模协

作”，利用许多人的微小努力进行大规模的科学应用［37］（P365-390）。工作流通过管理数据准备、分析流

水线，使大规模科学成为可能的一种范式，并成为建立计算性知识抽取的首选运载工具［38］。工作流是对

科学过程的精确描述，它是一个多步骤的处理过程，可以协同多个任务，执行起来就像一个复杂的剧本

一样［39］（P57-68）。它使得以数据为中心的科学成为一个可以在多个层次合作的事业，科学家能够在共

享的数据和服务之上展开合作，塑造科学共同体新型合作模式。通过建模与仿真技术融合大数据与深

度学习技术，可以支持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同一个现实问题来展开模拟实验。

（四） 案例分析：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在新文科建设中促进两种文化的对话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相融合的文化产业形态，对传统专业分工逻辑及学科体

系带来巨大挑战，引发了交叉学科的出现。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历程可视作科技与人文对话形成的社

会实践，可以提供一个观察两种文化对话的窗口。

1. 文化产业学科领域的形成是科技与人文对话的实践样本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文化产业发展早期阶段就基于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科学技术是如何通过控

制自然进而成为控制人的工具这一过程［40］（P134-150），虽然将文化产业视为文化工业的论断具有一定

的时代局限性，但科学文化借助技术母体深刻影响人类社会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却十分明显。从印

刷技术到机械技术、电子技术直至数字技术，文化产业的范畴逐渐囊括了表演艺术、出版发行、影音娱乐

业、新媒体行业和文化元宇宙等等，可以说文化产业即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发生碰撞与交互的前沿。

这个领域不仅呈现科学技术在人文社会领域的最新实践，还综合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工程技

术、信息技术多个领域的综合应用，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纵观文化产业学科的发展历程，其专业形态变化与技术演进介入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路径基本

一致，如果我们将文化传播领域的技术进行阶段性划分，可分为“身体技术（表演艺术）——专业类型技

术（出版技术、音影技术、试听转码技术）——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技术、数字智能技术）”三个阶段

（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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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体技术（或称之前技术）阶段，文化产业管理的前身是艺术管理，更多局限于物理空间中个别艺

术团体、艺术家的运营管理，属于艺术审美领域的具体事务；而专业技术阶段，应用性类型技术通过特定

编码和解码技术实现了文化的单向传播，开启了图像、音频、录像时代，创造了文化传播的新场景，但依

然停留在单向输出与被动接受的状态（编码与解码）。在资本加持下的类型技术实现了产业化发展，形

成了出版发行、电影编导、录音工程、新闻传媒等细分行业，专业化分工较好地承接了新技术在每个阶段

的产业化需求，且基于专业技术形成的专业生产内容（PGC）创作传播形式较好地适配了建制化的专业

教育模式；进入数字技术阶段，初期的数字平台技术（互联网技术）生成了新的文化消费场景，实现了从

专业生产内容（PGC）向用户生产内容（UGC）的拓展，传统文化行业的出版、音乐等通过数字化生产与传

播实现了文化生产者与文化消费者间即时的互动和文化再创造，突破了以往技术的成本效率、时空局限

以及单向传播的瓶颈。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智能技术进一步将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生产引

向人工智能生产内容（AIGC）。从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娱乐、教育、传媒

等诸多领域，都是AI内容输出的应用前沿。AI谱曲、写诗、作画、视频生成等不仅可以在创意、表现力、

迭代、传播、个性化等方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而且其创作效率高、创作成本低、使用门槛较低等特征将

带来文化相关产业生产和消费的颠覆性转变。

但目前来看，作为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相连的文化产业管理学科自2004年开启建设以来，专

业呈现泛化发展的趋势，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之“热”与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之“冷”形成强烈反差。一方面

文化产业的发展呼唤专业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相关学科又难以提供市场所需的人才。“表面上看，当前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危机似乎是由于其‘无用’造成的，但根子上却恰恰源于高等教育学过于追求

‘有用’”［41］（P36），这种悖论导致文化与科技在产业中的先进实践在类型化专业学科教育的框架下无法

得到有效回应。

2. 第三种文化发生背景下文化产业的人才需求变化

“由工业经济向以文化资本主义和创意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让劳动形式脱离了工业社会现

代化、标准化的范式，劳动领域呈现出文化产业化的特点，生产信息和文化内容都被吸纳进来。” ［42］（P6）

区别于“互联网+传统就业方式”而形成的“数字零工”，如快递、平台家政、平台打车等，文化产业领域形

成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创意以及不可替代技能的“数字灵工”，他们依托互联网平台围绕创意生产与

传播优质内容，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注重实现自我价值。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根据数字文

化产业中四个典型领域——游戏、电竞、直播和网络文学的调研估算显示，以数字文化为主的“宅经济”

凭借灵活就业及无接触特性带动行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仅这四个数字文化产业领域

总体就业人数约达3000万人，其中全职就业约1145万人［43］。

目前数字文化产业中多数业态都呈现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链层式结构：一个是以文化 IP为核心的

文化生产要素价值链，涉及文化符号的赋能、传播与交换；另一个则是以算法模型为核心的文化消费流

量循环层，形成不同文化行业间的数据流量交换。在第三种文化形成的背景下，由文化符号和数字流量

表2　技术发展与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演变

技术阶段

代表性技术

内容生产方式

信息传递方向

文化产业研究领域

身体技术

表演技术

PGC

单向

艺术管理

专业类型技术

出版技术、音影技术、试听转码技术

PGC

单向

出版发行、电影编导、录音工程、

新闻传媒

数字技术

数字平台技术

数字化传播技术、

智能分发技术

PGC/UGC

双向

数字阅读、数字音乐、

数字博物馆

数字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元宇宙技术

PGC/UGC/AIGC

双向

文化元宇宙、人工智能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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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链层结构”将被打破，因为当数字平台技术阶段转为数字智能阶段，数字技术已经开始向文化产

业核心层的内容生成渗透，而基于文化 IP链与技术支持层而形成的内容生产与技术支撑的专业分工将

被模糊化。当人工智能借助大型自然语言模型或多模态模型进入内容生产环节，网络文学产业衍生层

中的动漫、音视频制作版权确权也将实现由AI来承担部分工作。根据AIGC国内理论市场空间测算，未

来 10 年内网络文学产业的 AI 辅助制作比例将达到 15%，而游戏和视频的渗透比例分别为 30% 和

40%［44］。届时，我们将无法用传统的学科逻辑区分哪些工作需要理科生（技术人员）、哪些岗位需要文科

生（内容创意生产者）。第三种文化介入下，文化产业中涉及的将是AI与人类共创协作的内容管理：负

责算法模型的人员需要理解文化产业背后的文化伦理哲学，负责内容生产的人要理解如何利用数字技

术实现创意输出。因此，如何建立人文与科学协同对话的学科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所有的传统文化行业转型进入数字文化生态圈层后，需要遵循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圈的运行逻辑，这

个逻辑建构与科技、产业、文化深度耦合，既包含了数字经济的商业运营逻辑，又包含了数字文化的生产

传播逻辑。传统的商业管理或行政管理方式对数字文化产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调试将不再适应新的技

术环境，而以数字文化产业为起点延伸出的文化权利、社会关系、数字经济、数字确权管理问题也将导致

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面临系统性的挑战。因此，要适应由数字文化产业引发的颠覆性变革，学科建设必须

形成基于文化与科技交流的对话框架，突破过去局限于类型技术条块分割式的学科结构。

3. 新文科导向下的文化产业学科构想

文化产业的学科体系建构应是先“产”、后“学”、再“研”有层次地渐进。这是一个在本科阶段发现问

题，在专业硕士阶段分析实践，在研究型硕博阶段解决问题的递进过程，也是建立对话机制，思考对话内

容，引领对话方向的过程。文化产业管理的学科建设，要在本科层面通过产业实践问题为导引将习得应

用技术（项目管理、政策报告、技术应用）在硕士阶段形成管理技术之“器”（产业管理、工程管理、行政管

理），并在博士阶段引向理论之“道”（不同领域学科交叉）（见图3）。

第一，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型本科。经

过近 20多年的高校扩招，我国高等教育早已不

是精英教育模式，而进入了大众化阶段。2009

年，潘懋元先生就犀利指出“高等学校的数量很

多，不可能都走传统的精英道路，应更贴近社会

实际”，呼吁要建立基于市场需求专业技能的应

用型本科［45］（P182）。我们认为这种“应用型本科

教育”不应局限于个别大学而应该适用于所有大

学，而同时这种所谓“应用型”也早已不是类似高

职高专式的专门人才教育。当前数字技术飞速

发展，专业技能培训式的本科教育往往落后于技

术的更新，学科教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也常滞后于

企业的实际发展需求。“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新的颠覆性的技术不是在校园内产生的，是在校

园外产生的，是在企业产生的。5G最大创新企

业是华为，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这些

是阿里、腾讯、字节等这些公司的强项” ［46］，知识开始由企业向大学反向流动。

在文化产业领域，科技在文化生活场景中的应用日新月异，内容生产与知识的传播基于数字文化平

台变得更快，大学不再像从前那样拥有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垄断权。文化产业学科的实践领域就是文化

与科技融合的最前沿，所以应用型的本科教育应该在第一年将学生置于数字文化生态圈上的某一个行

图3　文化产业学科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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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展开项目实践，理解项目运转模式。例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设置的技术企业合作社，该合作社

面向本科生提出创新计划，同时由工程学院牵头，商学院和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合力资助，其独特作用

就是给学生实践经验以创造新的技术型商业［47］（P82-106）。第二年要让学生从商业项目进入文化管理

领域，即从市场实践转向行政管理的知识范畴，可基于第一年的文化行业实践选择对应的文化管理领

域，例如从数字音乐平台项目转向艺术院团管理。第三年要让学生带着问题展开数字技术的通识课程

学习，例如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工具等通识课程的学习。第四年则应基于前几年的学习成果选择一个

具体的方向来输出学习成果，例如选择产业方向（文化产业项目展示）、文化政策方向（政策调研报告）、

技术方向（产业技术应用编程）等进行毕业成果展示。数字文化产业的本科阶段学习不应着眼于市场职

位需要，而应着手于市场发展问题。“应用”的本意应该是指以市场问题和国家需求为导向，带着解决问

题的想法去实践，形成项目牵引型、发展需要型、探究驱动型的主动学习模式。

第二，突出专业硕士的继续教育与产业孵化功能。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私营和公共部门都在经历各

种形式的组织重构，对传统的组织管理和职业生涯提出了全新挑战。在文化领域，不论是公共文化组

织，还是私营文化企业，带有职业保障的科层制组织正逐渐被其他更加灵活的“后科层”或“后现代”组织

所取代。与过去所强调的专门工作技能相比，后现代组织更需要创造力、创业精神或者个性，在打破科

层制职业生涯的同时也将嵌入和制度化于组织结构，因此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将在他们职业生涯的不同

阶段面临失业［48］（P40-45）。

数字技术不仅引发了生产组织的“去科层化”，高等教育与按部就班的职业秩序之间的对应关系也

将被打破。基于新的市场分配格局，大学如果仅凭借公信力成为独家授予学术文凭的机构，这种垄断将

难以持久，对学生而言这种学历背书将急剧贬值，对社会而言继续将硕士教育变成缓解就业压力的权宜

之计将是资源的极大浪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对口的是典型的“后科层”特征的创意型灵活就业组织，

目前来看在文化产业领域要依托一份工作实现长远的职业规划可能性不大，终身学习在未来将是大势

所趋。因此，我们认为专业硕士教育应该成为文化产业从业者进行职业反思、资源重整、重新创业的重

要缓冲阶段和个体实现终身继续教育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专业硕士教育按照学制区分为全日制专业

硕士教育和在职专业硕士教育。文化产业管理领域相关的专业硕士除了全日制型专业硕士，还包括了

MBA（工商管理）/MTA（旅游管理）/MEM（工程管理）/MPA（行政管理）。基于对文化产业本科阶段教育

的构想，我们认为文化产业管理的专业硕士培养应面向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从业者招募，只有从事过文化

产业运营、文化行政管理、文化科技项目的人才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中管理的问题，才能带

着实践的问题回到学校展开有的放矢的学习，要将学习小组共修过程变成资源重组和思维碰撞的创新

过程，将专业硕士的学习环境变成科技与文化融合的孵化器。

第三，侧重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想象力培养。以实践为导向的本科阶段教育是高等教育学之术，解决

文化产业议题“泛”的问题，而以未来为导向的理论研究是高等教育学之道，要解决的是学科命题“深”和

“远”的问题［49］（P1-8）。数字技术正通过数字创作与视觉传播深刻影响着人类致知的方式，智能搜索以

及知识的可视化让学术研究暴露于程式化风险，相较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思辨、批判与论证，庞大数据

算法模型确实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混沌中发现趋势、识别问题，但涉及如何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警醒目前

“计算机并不擅长于想象，它们的力量在眼前，甚至也可以说在行动力，它主要依靠蛮力技术，而不是想

象力。计算机也不善于具有人类思维特征的联想式知识，它们没有在思维中运用情感” ［50］（P46-68）。如

果仅工具化地使用数字技术，以一招通用的学术研究范式面向文化产业中的实践瓶颈，国家文化战略发

展需要以及文化领域的科技创新是行不通的。

因此，从实践应用型教育的本科教育阶段到学术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阶段需要通过

跨学科“联想式致知”来训练学生的学术想象力，“学科的交叉、融合与突变才具有生成性与发展性的无

限可能。学科的想象力既来自学科模式间的切换，也来自学科模式的交融；既有学科内的交叉，也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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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外的交叉；既是知识网络的节点，也是知识资源的平台”［49］（P1-8）。要让产业发展引领应用实践的培

养，让学科对话深入理论研究范式，让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从关心数字商业跨越到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

题，去解决文化产业与文化导向、文化创意与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产业内容与居民健康等问题。要利用

文化产业学科的综合性并将其作为解决数字社会问题的入口，带动其他学科进入数字时代学科对话的

符号框架中。要经过“问题（本科教育阶段）——经验（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理论（博士研究生教育

阶段）”的大循环，建构从专业技能型人才向问题解决型人才再向战略型人才的梯度培养体系，从具体的

实践项目延伸至理论建构，进而实现文化产业新文科转型下的自我更新。

四、结  语

百余年来，文科的发展在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在新时代

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然要借助于新文科的

发展。“中国在人文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距离现代化和本土化还有

漫长的距离。所以，对于中国而言挑战是双重的：一方面需要加速和追赶科技与人文现代化；另一方面，

需要寻求符合历史潮流和文明走向的科技与人文的平衡模式。” ［51］（P351）对于中国新文科建设的挑战也

是双重的：一方面要建立人文与科学交互的通道，另一方面更要建立人文指导科学发展伦理的理论之

路，而每种文化都必须发展出自身的宇宙技术思想来反思现代化及技术全球化的命题［52］（PII）。从 19 世

纪的德国到 20 世纪的美国，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是与国家的兴衰同步的。21 世纪，中国能否创新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能否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同步，能否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步，考验

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大局观和智慧。

两种文化的弥合不仅是两种文化知识团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消除偏见，也是知识的专业化与跨学科

交叉相结合的过程。在两种文化之间生发的第三种文化应是基于人全面发展的人本关怀，是以人类社

会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发展方向的文明倡议。当人类社会业已经过第四、第五次科技革命，在相对论、量

子论及电子信息、自动化、遗传密码等迅速揭示和应用后，人类历史上的第六次信息科技革命，正疾步来

临，新科技革命正在逼近“上帝的奥秘”，将不仅改变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自身，

重建人的本质属性。人文文化的功能作用和地位问题，再次摆到了我们面前。如何跨过人文与科技的

隔阂，从科技急速发展人文原地徘徊演进到两种文化实现全面对话，将成为实现下一次文明兴盛的关键

性问题。而新文科建设在推动两种文化的全面对话上，具有重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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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the "New Liberal Arts": A Dialogue Between Two 
Cultur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echnology

Fu Caiwu, Ming Y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split and opposition between humanistic culture and sci‐

entific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begun to arouse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society at large. However, the antagonism between these two cultures has long been rooted in the 

division between physical nature and spirituality that has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exploration of na‐

ture and discipline of itself.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have been try‐

ing to explore ways to bridge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possible forms of the third culture, and discuss the com‐

munication and connection methods and integration channels of the two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

pline construction to eliminate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The emergence and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especially the metaverse, has created the prototype of the "third culture". Digi‐

tal technologies, connecting the humanistic information of human society with the natural material elements 

in the digital space, have brought about a new type of metaverse space that enables the synergy between hu‐

manities and disciplines, and explored a realistic path for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In the fu‐

ture, how to realize the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culture will be a 

breakthroug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As a typical intersection of culture and science as 

well as the frontier of digital culture application, cultural industry may well be used as a "test field" to explore 

the basic form and feasible path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cientific culture; humanities and culture; digital technologies; New Liberal Arts; cultur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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